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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结构化分析

———基于对五种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考察

张　 凌

摘　 要： 建立在库恩科学史研究的 “结构观” 基础上， 本研究通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考察 ２０

年来我国公共关系研究知识积累的内在结构： 选取新闻传播学领域五种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的公关研究论文

为对象， 构建此时段内我国公关研究的议题、 理论和引文结构。 研究发现， 公关策略、 新媒体和新闻居于

议题结构的中心； 对话理论、 新闻理论、 修辞和话语理论在理论结构中占据显要位置； 在引文结构方面，

多数文献的作者来自公关领域， 西方学者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 我国的公共关系研究， 已形成了拥有由一

定数量和影响力的公关学者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 这可能是未来我国公共关系研究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中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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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从产生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 许多研究对公共关系学科的历史面貌进行了梳理。 例

如， 赛洛特 （ Ｓａｌｌｏｔ） 等［１］ 研究了 ２０００ 年以来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表的 ７４８ 篇文章， 分析公关研究的议题、 理论建构和趋向。 在我国， 也有几位研究者对公关

学科的历史进行回顾， 包括余明阳、 吴友富等， 他们对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初步

勾勒和描述。 然而， 根据库恩科学史研究的 “结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观， 任何一门学科知识的积累均遵循

结构化的原则。 结构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或集合， 是一个由各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２］ 对一门学科研究

的结构化分析， 其焦点不应是单篇的研究论文及其议题和理论， 而是多个研究所构成的整体。 结构可

被形式化， 社会网络分析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ＮＡ） 可作为将结构形式化的工具。 在 ＳＮＡ 分析范式

下， 研究者关注的是在由多个研究所构成的系统中， 各个研究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模式， 并以关系模

式的形成和演变来解释该学科领域知识积累或理论 （范式） 发展的规律。 这种思路与结构主义的立场

相似， 重视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非对所有要素的单纯叠加， 强调整体存在于要素之间的

关系模式之中。

本研究从结构化视角出发， 尝试将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我国的公共关系研究予以多维度的客观呈现。

具体而言， 本研究以此间五种重要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发表的公共关系研究论文为样本， 采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 从议题、 理论和文献三个维度， 勾勒我国公共关系学科研究的内在结构， 揭示公共关

系学科知识积累和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 研究视角和研究问题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结构化分析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 库恩的结构概念广为人知。 他所指的结构主要包括科学共同体的结构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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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结构。 他认为， 科学团体之间的关系变化推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变化， 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实

践和研究中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 这些成员通过非正式的交流互动形成 “无形学院”， 达成对

同一套可重复套用的研究模式的共识， 并遵照此从事研究， 该模式即范式。［３］ 库恩通过对引起突变的各

种危机做历史分析来描述结构。 公共关系学者也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来寻找公关研究中的范式。 例如

１９８４ 年， 佛格森 （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在 《构建公关理论： 作为公关范式的组织关系》 中， 研究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 年来发表的研究论文， 指出在当时还缺乏很有潜力的公关理论范式。［４］

结构不属于能够观察到的 “事实”， 对所研究社群的成员来说， 结构处于 “无意识” 的状态

中。［２］（６８）因此通过传统的元分析， 对每篇研究成果的属性 （如议题、 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进行统计， 并

不能揭示此领域知识积累的内在结构。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进行分析的一套规范

和方法， 尤其在对结构的可视化分析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常常被用来分析不同社会单位 （个体、 群体

或社会） 所构成的关系结构。［５］

（二） 科学研究的议题、 理论和引文

对专业化的研究者而言， 研究本身是一项投资行为， 研究者需要关注投入产出比， 对于那些有着职

称晋升或考核压力的学者而言尤其如此， 中外皆然。 在一个研究中， 被选择进行研究的问题即是研究

议题 （ Ｉｓｓｕｅ ／ Ｔｏｐｉｃ）， 对议题的选择反映了学者对于问题的重要性的判断。 研究者选择哪些议题进行研

究， 内含了对研究成果得到发表的预期。 库恩关于 “无形学院” 的论述认为， 在特定的研究社群中，

研究者不仅就共同遵循的研究规范和程序享有共识， 且在什么议题更加受到同行的关注、 什么议题更

值得研究、 更容易产出受常规的或当前主流范式所认可的成果方面， 往往也有共识。 由此， 从对公共

关系研究者选择何种议题进行研究入手， 实施社会网络分析， 有助于帮助我们窥见公关知识生产的初

始结构。

“理论” 是被系统阐述的一个普遍原则， 用于解释一组互相关联的现象。［６］ 一个成熟的学科往往有

原创性的理论， 在一个学术成熟的学科中， 学者们往往会在研究中使用理论。［７］ 休梅克等认为学科的进

步是通过理论的发展来实现的， 因为没有理论的研究是孤立的。［８］ 在一篇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中， 虽然

理论被使用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 但一般来说， 在一个较高质量的研究中， 理论的身影总是有迹可循。

在传播学领域， 小约翰等认为研究的目的在于发展和创新理论。［９］ 在科学研究中， 研究者强调对所在领

域的知识贡献或知识增量。 当研究者确定了特定的议题， 也即确定了研究的对象之后， 理论便是需要

关注的关键所在， 因为研究者对理论的验证、 发展、 整合、 批判和创新， 构成该领域知识积累的核心

环节。 在此意义上， 在研究者对议题的选择和理论 ／ 知识贡献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引文分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则是将引用的文献作为分析单元， 研究文献的脚注和参考文献， 是

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文献计量方法。［１０］引文分析并没有对所引用的作品作出评价， 也没有揭示作者为何要

引用一篇文献。 应用引文分析研究科学史是基于科学过程的文献模型。 在这一文献模型中， 科学工作

以撰写和发表为最终目标， 而此工作中分散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则通过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得到

表述。［１１］

按照库恩的观点， 范式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１２］ 当学者们使用公认的范式 （包括定律、 理论、

研究方法、 研究仪器等） 进行研究， 就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了模型。 因此， 理论和议

题和引文的结构将反映公共关系研究体系的结构。

（三） 共现分析作为考察结构的方法

在网络研究中很多方法可用来探寻范式的结构， 共现分析 （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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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已有研究证明了 “共现” 在研究关系中的作用， 例如对共引关系的研究，［１０］［１３］ 对语义关系的研

究［１４］ 。 共现矩阵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由一定的类目所共同出现的次数所组成， 诸如引文、 词语， 或

者如本文所指的理论、 议题。 共现矩阵提供了理解一个文本结构的数据， 可以揭示大量文献中有意义

的关系。［１５］

一般来说， 学者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一个领域研究的结构时， 共引分析最为常用。 共引分析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共现分析的一种， 关注共同引用了一定文献的文章的数量， 共引网络通过引文

之间的关系而构建。 网络中的共引强度随引用的次数而变化， 可由两篇文献之间的连线数量而直观表

现。［１６］共引网络可以反映一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学派、 范式或无形学院， 表征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学者之

间构成的非正式交流关系。［３］帕萨迪奥斯等［１０］［１３］ 先后两次对公共关系论文进行共引分析， 发现公关已

是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 但是本研究的样本所涉及的引文相对分散， 不能够全面诠释 １９９２ 年以来中国

公共关系研究的结构， 因此本文借鉴了传统的元分析中常见的两个分析视角， 即理论和议题。 在公关

研究中， 佛格森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赛洛特 （Ｓａｌｌｏｔ） 、 张依依等人， 曾梳理了不同时段内公共关系研究议题

和理论的发展史。 正如共引网络能够视觉化地呈现思想的学派， 学科的范式， 对共同使用和关注的理

论和议题的视觉化呈现是对学者之间的非正式联系 （无形学院） 的更加直接的揭示。

鉴于本文的目标和上述逻辑，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在议题、 理论和文献三个方面， 我国公共关

系研究的结构面貌为何？

二、 研究方法

在当今我国， 公共关系学在学科归属上主要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科。 因此， 作为一个初步性的考察，

本文选择从新闻传播学科着手进行。 由于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初步的文献分析发现，

主要始于 １９９１ 年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之后。 由此， 本研究选择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作为考察时段。

在一个学科领域， 论文被视为研究的 “晴雨表”， 体现该学科领域知识生产的最前沿。 因此， 本文

选择考察那些发表在新闻传播学科高质量学术期刊 （复合影响因子高的期刊） 上的论文作为分析的样

本。 刊物复合影响因子是以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 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 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

为复合统计源文献计算被评价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

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１７］按照中国知网所提供的数据， 排名居前的五种新闻传播学期刊为：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大学》 《国际新闻界》 《现代传播》 《当代传播》。［１７］

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 分别以 “公共关系” 和 “公关” 为主题， 对五本新闻传播学刊物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期间的学术论文进行搜索， 得到文章分别为 ８３ 篇， ９８ 篇。 在排除了两个主题下重复的论

文、 译文、 书评、 学术活动报道之后， 由研究人员和一位研究助理仔细阅读余下的每篇论文的摘要和

各部分的小标题， 以判断该论文是否为公关论文。 判断标准有二： 其一， 论文本身是否论述或关注了

公共关系， 以张依依总结的在说服、 管理、 语义三个阶段的主要公关理论为标准，［１８］ 凡文章围绕相关公

关理论或议题展开了论述， 则判断文章为公共关系学论文； 其二， 论文虽未提及经典的公关理论， 但

尝试阐述公关的内涵或围绕公关实践用相关新闻传播学理论阐发观点。 最终， 得到 ７７ 篇论文， 构成本

研究的样本。

（一） 议题和理论结构的操作化

研究者在进行元分析时， 往往通过对文献的阅读来确定研究的议题和理论。［１９］ 赛洛特曾经将研究的

议题分为三个层次， 即内省研究、 公关实践和应用、 公关理论发展。［１］遵循这种思路， 本文对 ７７ 篇论文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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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后发现， 仅有极少数论文按照实证研究的程序提出问题， 并运用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多数论

文从一个理论或视角出发， 对公关学科或某个公关现象进行阐释。 这类研究可被称为 “定性研究” （严

格讲是随笔）， 它是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 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 对有关问题进行

论说或提供建议。［２０］考虑到样本的特点， 本文处理论文中的理论和议题数据时， 采用更加宽松的标准。

如一篇论文涉及到某个议题， 并对之进行论述， 则记为关注某个议题； 若对某个理论进行阐述和介绍，

就记为运用某个理论

在参考了西斯科等在公关元分析中对议题和理论类目的编制方法［２１］ 和样本的具体情况后， 本文制

定了相应的编制类目。 在类目列表中， 虽然某些项目呈现紧密关联， 例如国际公关和公共外交、 新闻

理论和新闻策划理论等， 但在本文的样本中却体现了不同的关注和视角， 国际公关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是一种跨文化公关， 其公关的主体既可能是国家， 也可以是企业或民间组织， 公共外交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的主体一般是国家， 它并不是公关学科特有的研究议题， 仅有部分策略与公关研究

重合， 样本所涉及的公共外交话题多与国家形象相关； 新闻理论指诸如新闻价值、 新闻客观性、 新闻

记者论等理论， 新闻策划理论则指对新闻业务活动的谋划与设计， 一些研究者用这一理论探讨公关造

势活动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本文的类目设置符合穷尽性和互斥性原则。

将以下议题和理论的类目输入到 ＵＣＩＮＥＴ， 将得到两个矩阵， 在矩阵中两个议题或理论同时出现在

某文中， 两者的关系则记为 “１”， 没有共同出现则记为 “０”。
表 １　 议题和理论类目

议题 （ｎ＝ ２３）

公关内涵、 公关教育、 媒介关系、 危机管理、 效果评估、 新闻、 国际公关、 政府公关、 公关策略、 组织公众关系、

公关伦理、 新媒体、 广告、 理论梳理、 语境和文化、 形象传播、 公共外交、 国家形象、 新闻教育、 ＮＧＯ、 企业社会

责任、 消息来源、 范式

理论 （ｎ＝ ２３）

卓越理论、 对话理论、 情境理论、 危机情境理论、 新闻策划理论、 新闻理论、 广告理论、 关系管理理论、 生态理

论、 形象修复理论、 符号理论、 风险沟通理论、 公共性理论、 信任理论、 把关人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舆论与宣

传理论、 软实力、 媒介透明度、 框架理论、 信息补贴、 修辞和话语理论、 对称理论

　 　 （二） 文献结构的操作化

在样本 ７７ 篇文献中， 大多有 ２０ 个左右引文。 前期研究发现， 文献引用较分散， 许多中文文献来自

不同领域； 至于英文文献， 除去综述性文章， 往往出自不同的公关流派。 在共引分析中， 论文作者因

共同引用某篇文献而产生联系， 但由于引文数量大且分散， 难以被置于矩阵中进行分析。 因此， 共引

分析一般只针对高被引文献。 统计发现， 样本中同一篇文章或书籍的共引现象很少， 考虑到同一作者

思想的连贯性， 在对样本处理中， 我们将论文与论文之间的关系规定为是否引用了同一位作者的文献。

遵循共引分析中仅处理高被引文献的方法， 本研究删除仅被引用 １ 到 ２ 次的作者。 当将被引用次数限定

到 ３ 次及以上时， 被引的学者包括 ２１ 位。 在由 ２１ 位作者组成的共引矩阵中， 两位作者的文献如同时被

一篇文章引用， 则其关系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三） 关系数据的处理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本文进行结构化分析的方法。 在数据处理方面，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 其一， 网

络相关数据指标， 主要指研究议题、 理论和引用的文献所构成的共现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 密度指一

个图的凝聚力的整体水平。 一个图的密度是图中实际拥有的连线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线数之比。［２２］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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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整体网络密度越大， 该网络对其中各节点产生的影响可能越大。［２３］本文考察的中心度包括点度中

心度和中间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是一个点的关系数量总和。［２４］中间中心度刻画的是一个点控制网络中其

他行动者之间的交往的能力， 它依赖于行动者与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而不仅仅是与邻点

之间的直接关系。［２３］（１００） 其二， 使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将三个关系网络 （或者说三种结构） 进行可视化的呈现。

本研究采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三、 研究发现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间发表的公共关系研究论文， 在所选择的五种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中的分布是不均

衡的。 ７７ 篇论文的分布状况如下：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４ 篇， 《国际新闻界》 ３８ 篇， 《新闻大学》 ８ 篇，

《现代传播》 １２ 篇， 《当代传播》 １５ 篇。 样本论文的作者中， 大多仅发表一篇论文， 撰写了两篇以上论

文的作者， 仅有 ６ 位， 分别是胡百精 （５ 篇）、 陈先红 （５ 篇）、 涂光晋 （３ 篇）、 董天策 （３ 篇）、 冯丙

奇 （２ 篇）、 薛可 （２ 篇）。 在所有论文中， 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仅有 ８ 篇， 作者主要包括内地学者涂

光晋、 陈先红， 和香港学者。 论文作者大多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 从研究者从事公关研究的时间跨度

看， 仅有数位学者的研究历程跨越了 １０ 年以上的时段， 包括陈先红、 涂光晋和胡百精等。

（一） 公关研究的议题结构

图 １ 显示的是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间我国公关研究议题的整体网结构。 该结构 ／ 网络中包括了 ２３ 个议题

（网络密度 ＝ １􀆰 ７７， 标准差 ＝ １􀆰 ４０）， 其中， 中心度居于前三的议题分别为公关策略、 危机管理、 公关内

涵和新媒体 （中心度分别为 ４０、 ３６、 ２４， ２４； 标准化中心度分别为 ０􀆰 ２５、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１５）， 这表

明 ２０ 年来， 这几个议题处于公关研究者最关注的中心位置。

图 １　 ２０ 年来我国公关研究议题的整体网

除整体网， 本文也考察了中间中心度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居于前三位的议题的自我中心网， 分别是公

关策略、 新媒体和新闻 （３９􀆰 ４１７、 １８􀆰 １６７、 １３􀆰 ６６７）。 三个议题的自我中心网 （图 ２） 揭示出： 其一，

议题选择受外部语境影响较大。 以公关策略的自我中心网络为例， 与之相关的议题如危机管理、 企业

社会责任、 公关伦理等的中心度也较高， 此类研究大多发生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 而此时段发生的三鹿奶粉

事件、 汶川地震等事件， 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危机公关、 公关伦理等话题。 其二， 相较于下文的理

论结构和引文结构网络， 议题网络的整体密度最高， 反映了公关学者们之间在议题选择时， 出现了较

强的相互影响。 较之于外部环境和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理论积累和发展方面的考虑对研究者议题

选择的影响， 反倒显得分量更轻。 其三， “新闻” 这一议题的点度中心度虽然偏低， 但中间中心度却较

高。 从图 ２ 可见， 与新闻议题相联系的均为点度中心度较高的议题， 点度中心度居于前四的议题均与之

直接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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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公关策略、 新媒体和新闻的议题自我中心网

（二） 公关研究的理论结构

图 ３ 显示的是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我国公关研究理论的整体网结构。 该图显示， 我国公共关系研究所涉

及的理论之间的联系， 较为松散 （整体网密度 ＝ １􀆰 １７， 标准差 ＝ ０􀆰 ３８）。 该网络包含的 ２３ 个理论中， 中

心度居于前三的理论分别为对话理论、 新闻理论、 修辞和话语理论 （中心度分别为 １０、 ８、 ８， 标准化

中心度数值分别为 ０􀆰 ２２、 ０􀆰 １８、 ０􀆰 １８）。

本研究的样本论文， 多属于传统的 “定性研究”， 有较大随意性， 偏向于结论性、 抽象性和概括

性。 在样本中， 多种理论常被作者同时运用来阐释问题。 理论之间的联系反映多个研究之间理论思考

的关联性。 本文同时考察了三个中心度最高的公关理论的自我中心网。

图 ３　 ２０ 年来我国公关研究理论的整体网

图 ４　 对话理论、 修辞和话语理论、 新闻理论的自我中心网

图 ４ 包括三个中间中心度最高的理论的自我中心网络， 分别为对话理论、 新闻理论、 修辞和话语理

论 （１５１􀆰 ８３３、 １１２􀆰 ０００、 １１９􀆰 ０００）。 在三个理论中， 仅有对话理论是公共关系学科原创的理论。 然而，

在三个自我中心网络中， 皆未形成围绕着公关学科原创的理论联系紧密的理论群。 以新闻理论为中心

的网络， 还出现了与另外两个理论网络的断裂。 这反映出目前公关研究者的来源结构中的一部分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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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学者， 他们更可能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下从事公关研究， 在理论话语的表述方面， 与公关学者之间还

存在着鸿沟。

（三） 公关研究的引文结构

图 ５ 显示的是 ２０ 年间我国公关研究引文的整体网结构 （整体网密度 ＝ １􀆰 ３７， 标准差 ＝ ０􀆰 ７４）。 该网

络包括 ２１ 位核心的引文作者。 其中， 中心度居于前三位的作者分别是格鲁尼格 （ Ｊａｍｅｓ Ｇｒｕｎｉｇ）、 卡特

里普 （Ｓｃｏｔｔ Ｃｕｔｌｉｐ） 和科廷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ｕｒｔｉｎ）， 点度中心度数值分别为 ３０、 １８、 １４。 中间中心度居于前

三位的引文作者是格鲁尼格、 卡特里普和胡百精， 数值为 ３９􀆰 ２５０、 ２０􀆰 ４１７、 １４􀆰 ０００。

图 ５ 涉及的主要引文作者， 研究方向虽各不相同， 但多数来自于公关领域。 其中， 格鲁尼格是上世

纪 ９０ 年代公关研究的翘楚。 中国公关学界对其研究成果的引用， 主要包括其著作 《卓越公共关系与传

播管理》 和其他被定位于管理学派的公关研究论文。 对卡特里普的引用， 主要来自其著作 《有效公共

关系》； 科廷的研究方向是公共关系与议程设置、 消息来源； 西泰尔 （ Ｆｒａｓｅｒ Ｓｅｉｔｅｌ） 的引用主要来自其

著作 《公共关系实务》； 泰勒 （Ｍａｕｒｅｅｎ Ｔａｙｌｏｒ） 主要研究对话公共关系、 公关与社会资本； 艾斯若科

（Ｓｔｕａｒｔ Ｅｓｒｏｃｋ） 的研究在于企业社会责任； 斯瑞拉马斯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ｈｙ Ｓｒｉｒａｍｅｓｈ） 的研究领域是公关与

文化、 全球公关； 库布斯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ｏｏｍｂｓ） 是危机情境理论的开创者； 关于赛洛特 （Ｌｙｎｎｅ Ｓａｌｌｏｔ） 和

帕萨迪奥斯 （Ｐａｓａｄｅｏｓ） 的引用， 主要来自公关理论的综述性文章； 西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ａｔｈ） 主要研究语

义修辞和危机公关； 对科特勒 （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Ｋｏｔｌｅｒ） 的引用来自 《营销管理》； 对施拉姆 （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

的引用来自 《传播学概论》。

图 ５　 ２０ 年来我国公关研究引文的整体网

从共引网络来看， 不同学者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因为议题而形成， 而不是学派。 科廷、 卡特里普、

斯瑞拉马斯等学者在公共关系研究中的理论取向迥异， 而在共引网络中却密切关联， 这反映中国学者

立足于政府的角度对公共关系策略和媒介展开研究的偏好。 Ｇｒｕｎｉｇ、 黄懿慧、 张依依、 赛洛特和帕萨迪

奥斯之间的关系也皆因中国学者对公共关系内涵的关注而形成。 例如， 台湾学者张依依被引用的成果

主要是其专著 《公关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迁》。 台湾学者黄懿慧虽是西方公关研究格鲁尼格学派的重要

人物， 在关系测量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其为内地学者所引用的却是一篇综述性文章： 《台湾公

关关系学门及研究：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之回顾》。

四、 结论和讨论

“结构” 是一个 “转换” 的体系， 而不是某个静止的 “形式”。［２］（５）本研究所做的结构化分析， 意图

并不是要定格当前公关研究的现状， 而是要从公关领域本身寻找线索， 对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知识积

累和理论发展进行解释。

在议题结构方面， 本研究发现， 公关策略、 危机管理、 公关内涵和新媒体是 ２０ 年来最受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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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关注的议题 （较高的点度中心度）。 这表明公关学者对此四个议题选择的偏好。 研究还发现， 研究

者对公关议题的选择， 受外部语境的影响较大， 研究者之间亦存在相互影响， 来自理论方面的考虑反

而不明显。

在理论结构方面， 笔者发现对话理论、 新闻理论、 修辞和话语理论受到最多关注， 尤其是对话理

论， 最高的中间中心度数值说明其在学科中的影响力。 但从西方公关理论体系来看， 关系管理才是近

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 对话理论的影响还远不能与之抗衡。 在我国， 对话理论的影响力并不能

够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进行解释， 而需要从外部环境中寻求解释 （该理论与当今媒体新技术发展的实践

背景相契合， 如强调对话、 分享的各种社会化媒体， 同时提倡一种伦理的公关实践）。 同时， 与对话理

论直接相关的理论数目并不多， 其它理论的中心度与之相较也没有很大差异， 这说明在我国对话理论

还远不能被称为研究范式。 但围绕着对话理论， 公关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中国的语境下验证和发

展了这一理论， 这批学者或可被视为中国公共关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雏形。

在引文结构方面， 我们发现在样本 ７７ 篇文章中， 引文来自不同学科。 当本文聚焦于高引用作者后，

发现多数文献的作者来自公关领域， 其中西方公关学者占据绝对优势。 逻辑上讲， 一篇文章若使用了

某理论， 应该引用与理论相关的文献， 即一个理论如在理论结构中很显要， 那么研究者对其文献引用

率也应该高； 但是， 比较理论结构网络和引文结构网络， 我们发现情形并非如此。 例如， 格鲁尼格在

共引网络中的中心度最高， 但其卓越理论在理论结构整体网的中心度却不高； 对话理论在理论结构整

体网的中心度最高， 但其主要研究者泰勒和肯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ｎｔ）， 在文献结构网的中心度却不高。 这种

现象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 库恩指出， 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即前范式阶段， 教材类的书籍

才保持着与专业成就同样的关系。［１２］（１７） 格鲁尼格被引用的正是概貌性研究和书籍， 而泰勒目前的研究

成果， 主要是实证研究论文。 第二， 在构成样本的 ７７ 篇论文中， 大部分是定性研究， 只有少数为实证

研究。 公关对话理论的观点， 被作为学者进行阐释的一个视角， 与其他理论结合起来运用， 这就使其

拥有较高的显要性 （中间中心度）。

本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从议题、 理论和文献三个方面， 研究了 ２０ 年来我国公共关系研究

的结构。 结构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发现目前公关学术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和学术共同体。 帕

萨迪奥斯等认为， 公关已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 其主要论据在于公关学科原生和原创的理论在

本领域的大量应用。［１３］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我国的公共关系研究， 还远未达到帕萨迪奥斯所指的成

熟社会科学学科的境界。 更多的公关学科原创的理论应该被引介到中国， 以促进公关学科研究的无形

学院的形成。 同时，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 我国的公共关系研究中， 已形成了拥有由一定数量和影响力

的学者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 这可能成为未来我国公关研究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后续研究可

扩大考察规模， 将更多的学术期刊和公关研究成果形式纳入进考察范围， 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我国公

共关系研究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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